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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生物地理学与生态学的发展与成就

刘鸿雁，唐艳鸿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地表过程分析与模拟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871）

摘要：北京大学的生物地理学研究始于1953年成立的植物地理小组，1991年拓展为景观生态

学教研室，21世纪初发展为生态学系。半个多世纪以来，依托地理学系（现城市与环境学院），

北京大学生物地理学与生态学研究团队极大地推动了植被结构、功能和动态研究，在干旱半干

旱区、高山林线等关键地区的植物地理学研究方面取得了开创性的成果，在此基础上有力地推

动了以景观生态学和城市生态学为代表的宏观生态学研究。近年来，围绕全球变化和生物多

样性等全球关注的热点问题，北京大学生物地理学与生态学研究团队在气候变化及生态响应、

碳循环、生物多样性、植物化学计量学等前沿方向开展了开创性的工作，并服务于气候变化的

适应对策、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国家战略。目前，北京大学生物地理学与生态学研究在软硬件建

设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建设了塞罕坝生态站等观测设施和全国树木生长、森林施肥实

验、高山林线监测等平台，形成并延续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中国陆地植被的格局与功能”创

新研究团队。未来将加强不同尺度生态学研究方法的整合，同时围绕区域生态退化开展生态

修复的支撑研究。

关键词：北京大学；生物地理学；生态学；回顾；展望

DOI: 10.11821/dlxb201711006

1 发展脉络

1953年，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建立了植物地理学教研小组，1991年在这个小组的基

础上成立了景观生态学教研室，在国内最早开展宏观生态学研究。陈昌笃、王恩涌、吴

荔明、田连恕、黄润华、崔海亭等学术前辈先后在植物地理教学小组和景观生态学教研

室工作，为学科发展做出了贡献。此后，研究队伍不断扩大，2002年6月在上述教研室

的基础上成立了生态学系，方精云担任首任系主任。生态学系目前有在职教员15人，唐

艳鸿担任系主任。

经过65年的发展，特别是近15年来的发展，北大生物地理学与生态学已经成为国内

综合性研究型大学中首批从事各类生态学专门人才培养和生态学基础与应用研究的机构

之一。城市与环境学院招收生态学专业和自然地理专业的博士生、生态学专业的硕士

生，2003年开始招收生态学专业本科生。相应地，研究领域也逐步扩展，从生理生态

学、群落生态学、景观生态学研究到生物多样性、全球变化以及随后开展的碳循环、生

态遥感和全球生态模型研究，代表了从格局到过程，从区域到全球的发展方向。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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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陆地植被时空格局与生态功能”创新研究群体成功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支
持，并延续至今。

2 主要成就

北京大学的植物地理与生态学研究始终围绕植被的结构、功能和动态开展研究，在
此基础上面向全球变化应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可持续发展等国家需求开展了理论与应
用结合的研究，主要学术成就可以概括为6个方面：
2.1 气候变化及陆地生态系统响应

国际社会对全球变化尤其是对气候变暖及其机制的争论激烈。方精云团队针对这一
热点问题开展了较为系统地分析，其部分研究结果以评述论文的形式分别用中英文发表
在“中国科学”上（参见“中国科学：地球科学”2011年41卷10期：“全球变暖、碳排放
及不确定性”）。该研究在系统梳理气候变化研究进展的基础上，对全球化石燃料碳排放
与大气CO2浓度之间、大气CO2浓度与温度变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全球变暖
是客观事实，但全球升温幅度存在不确定性；对于全球变暖的机制，归因于人类活动和
自然因素的共同影响，但其相对贡献量难以量化。该研究发表后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
响，被多家研究机构和媒体转载或评述。

方精云和朴世龙等较早地开展了气候变化的生态响应研究。方精云团队应用基于遥
感观测的CASA模型[1-4]，整合近20年的卫星遥感植被、气候、土壤和太阳辐射等地面观
测数据，研究了中国陆地植被的净初级生产力（NPP）的时空变化及其与环境因子的关
系，并发展了区域植被动态变化的评价方法。其核心结论是，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中
国植被NPP在波动中呈增加趋势，生长季节的提前是其增加的主要因素；受土地利用和
气候变化的影响，NPP的变化存在巨大的空间异质性；在国家尺度，植被活动滞后于温
度变化[1-2, 5]。朴世龙团队的研究进一步发现，大气CO2浓度升高等导致 1982年以来全球
大部分地区陆地植被生长总体呈增加趋势[6]。该文章被评为2016年气候变化领域最受媒
体关注的10篇文章之一。

另一方面，各种全球变化过程引起的陆地生态系统响应又会通过生物地球物理过程
和生物地球化学过程，来反馈调节气候系统，但相关研究非常匮乏。朴世龙团队与欧美
科学家合作，首次利用遥感获取的全球植被叶面积数据驱动地球系统模型，并结合理论
模型，探讨了植被变化对地表能量平衡的影响。研究发现，过去30年的陆地植被生长活
动增强，通过生物地球物理过程减缓了全球气候变暖，其降温效应相当于全球变暖速率
观测值的12%。这主要由植被变化所引起的地表蒸腾增强、大气透明度减弱、大气环流
变化所致。该成果不仅有助于了解陆地生态系统变化对气候系统的反馈作用，也为应对
气候变暖的宏观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7]。

近年来物候对气候变化的响应研究颇受生态学家关注，已成为全球变化研究领域的
一个新热点。朴世龙团队与欧洲科学家合作，利用欧洲物候观测网1245个站点树木春季
展叶物候数据，系统地分析了过去30年全球变暖对欧洲温带地区树木展叶物候的影响及
其机制。研究发现，较之于20世纪80-90年代，2000年以后树木春季展叶物候对春季温
度的敏感性下降了约40%，这意味着植物物候表现出了对气候变暖的适应性。通过理论
模型，研究小组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现象与过去30年植物休眠期温度上升有关。这一成果
不仅改变了目前全球变暖将会持续导致植物春季物候提前的普遍观点，而且有助于深入
了解植物对气候变化的响应过程及其机制，为利用物候数据准确重建历史气候提供了重
要的理论基础[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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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世龙课题组还在农业植被响应气候变化方面有突破性进展。他应邀在Nature杂志
上发表了综述论文，系统地分析了气候变化对中国农业和水资源的挑战[9]。近期，朴世龙
课题组通过比较全球范围内大田水稻增温实验和3种模型（经验统计模型和基于站点及
全球格点尺度的作物过程模型）的模拟结果，发现经验统计模型和全球作物模型可能低
估了增温对全球水稻的减产效应。同时，针对不同全球作物模型模拟结果之间存在较大
的不确定性，他们首次结合条件概率的方法，估算未来气候变暖对水稻产量的潜在影
响。研究结果表明，未来长期温度升高导致全球水稻的潜在减产效应约为8% K-1[10-11]。

方精云课题组一直关注湖泊水体对气候变化的响应。早期比较系统地研究了长江中
游湖泊的分布、变化及其对生物多样性的可能影响，尤其对洞庭湖和江汉平原的湖泊变
迁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12]。近年来开展了内蒙古高原湖泊水位变化的研究，通过遥感
影像分析发现开矿和农业活动是内蒙古湖泊面积减小和湖泊干涸的主要原因[13]。刘鸿雁
课题组进一步研究了气候变化影响下中国半干旱区湿地的变化，发现了伴随着湖泊水位
的下降，盐化草甸取代了沼泽和低地草甸[14]。

青藏高原生态系统的敏感性是全球关注的热点之一。贺金生研究组在青海海北建立
了国际上先进的全球变化研究实验平台，包括“增温—降水”控制实验、草地N、P、K
养分添加实验、湿地温室气体排放监测平台。课题组通过连续5年的群落调查和生产力
测定，研究了高寒草地植物群落生产力对增温和降水改变的响应，探讨了高寒草甸群落
稳定性的控制因子，揭示了气候变暖对高寒生态系统生产力稳定性的影响机制[15]。课题
组进一步结合海北高寒草地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32年的生物量监测、控制
实验和基于青藏高原相关实验的Meta分析，发现尽管在过去32年间生物量没有显著变化
趋势，但群落物种组成却发生了显著变化，禾草类生物量显著增加，而莎草类显著降
低。由于禾草类根系较莎草类根系分布更深，气候变化引起的禾草类增加使得整个生态
系统能够在干旱条件下接收到更深层次的土壤水分[16]。这在机理上解释了为什么尽管高
寒草甸经历了急剧的气候变化，但生物量却相对稳定。
2.2 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

早在21世纪初，方精云课题组构建了中国第一个国家尺度的陆地碳循环模式；其研
究方法被广泛应用，同时也为中国参加国际气候变化谈判提供了实质性科学数据。该课
题组在国内率先开展了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的研究：创建了“连续生物量转换因子法”，
使复杂的区域森林生物量的估算简单易行[3, 17-18]；建立了整合草场资源清查、野外实测以
及卫星遥感数据为一体的草地碳储量的估算方法[19-20]；提出了基于作物产量指标与遥感信
息相结合的农作物碳储量的估算方法[18]，为中国陆地碳循环的研究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2009年，研究组又采用多种方法，进一步系统研究了中国陆地生态系统的碳平衡[21]，受
到高度关注，并为中国CO2的减排政策提供依据。2011年，作为首席专家组成员，联合
美国等多国专家，牵头对世界森林碳收支进行了估算 [22]，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热议。
2014年，方精云课题组还利用日本森林资源清查数据，发现环境变化（主要包括CO2浓
度、氮沉降、温度和降水量）显著促进了森林的生长，森林生长对环境变化的响应随森
林类型和年龄的变化而不同[23]。

区域碳源汇的研究一直是碳循环研究的目标。朴世龙等首次采用自上而下的大气反
演模型和自下而上的过程模型及地面资料有机结合的途径，阐明了中国陆地生态系统净
吸收的二氧化碳量可以部分抵消其工业源排放量[21]，受到高度关注。朴世龙等还首次提
出欧亚大陆和北美大陆碳汇形成机制不一样，并阐明了欧亚和北美大陆春季和秋季温度
变化的不同格局可能是导致过去 20年欧亚大陆植被生长加速比北美更快的主要原因[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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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世龙课题组还将研究区拓展到热带，探讨了热带地区生态系统碳汇功能年际变化及其
与气候之间的关系，发现最近20年热带地区生态系统碳汇的温度敏感性在增加，其敏感
程度主要受降水的调节。这一成果不仅有助于了解热带生态系统碳循环对气候变化的响
应过程及其机制，而且为准确估算生态系统碳循环和气候变化之间反馈提供了一个重要
的理论基础[25]。

植物凋落物和木质残体是森林生态系统碳储量和碳汇的重要组分，但由于以往数据
不足、缺乏有效的研究方法，致使中国森林植物残体碳储量及其变化缺乏准确的估算，
从而限制了中国森林生态系统碳收支的全面评估。方精云课题组对中国森林植被、土
壤、凋落物和木质残体碳密度进行了系统调查，并结合森林清查和遥感数据，首次量化
了中国森林凋落物碳和木质残体的碳储量及其变化，发现其碳储量约为9.3亿 t C，并以
每年 670万 t C的速率增长。该成果填补了中国森林生态系统碳收支研究的空白[26]。此
外，王娓课题组还通过建立全球根和叶凋落物分解的数据库，探讨分解速率常数和气
候、初始凋落物质量和生物因子的关系。发现温度在调节叶凋落物分解正反馈方面发挥
关键作用，粗根的分解较细根更加受到气候因素的影响。该研究首次提出了未来在预测
地下碳排放对气候变化响应时，区分粗根和细根的重要性[27-28]。

土壤呼吸是陆地生态系统碳释放的重要过程。北京大学在土壤碳循环方面也有长期
的研究基础。王娓课题组系统研究了温带季节性积雪覆盖生态系统冬季土壤碳排放对年
碳排放的贡献，发现冬季土壤碳排放是不可忽视的地气CO2交换过程[29]，冬季低温下具
有更高的土壤微生物生物量和潜在胞外酶活力，土壤微生物区系组成的改变是影响低温
条件下土壤碳排放的一个关键驱动因素，这一结果挑战了传统观念。此外，王娓课题组
还通过建立全球森林和草地生态系统土壤呼吸的数据库，量化了土壤碳排放对温度和降
水变化的响应，发现土壤碳排放随温度升高呈现出线性增长，但随降水的增加呈现非线
性响应[30-31]；根系呼吸比微生物呼吸具有更高的温度敏感性，长期以来采用土壤总呼吸的
Q10高估了土壤有机质分解对温度变化的敏感性[31]。贺金生研究组利用先进的土壤呼吸连
续监测技术，首次对青藏高原高寒草甸非生长季的土壤呼吸进行了研究，发现尽管非生
长季长达半年左右，但高寒草甸非生长季土壤呼吸量为82~89 g C m-2 yr-1，占全年呼吸
总量的11.8%~13.2%。非生长季年土壤呼吸量可以用土壤表层积温来很好的预测[32]。
2.3 生物多样性及其保护

物种多样性的大尺度格局及其成因一直吸引着全球的生态学家和生物地理学家，但
由于其复杂性，这一问题仍是生态学的未解难题之一。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方精
云课题组致力于中国植物多样性分布规律及其机制的研究，整合各类相关项目，克服重
重困难，独自发起并实施了一项浩瀚的多样性研究计划——“北京大学山地植物多样性
研究计划”（PKU-PSD计划），生态学系多位在职教员，如沈泽昊、唐志尧、郑成洋、吉
成均等参与了该计划。通过近 20年的艰苦努力，该计划采用统一的研究方法和技术方
案，对遍布全国的65座重要山地和约300个草原地点进行了植物多样性和群落结构的系
统调查，共获得森林样方1600多个，草地样方1500余个。同时，方精云、王志恒、唐志
尧等与全国各地的科研人员合作，建立了含有全部中国木本植物（共 11405种）的“中
国木本植物分布数据库”，出版了《中国木本植物分布图集》 [33]。基于这些资料，系统研
究了中国山地植物多样性分布格局[34-37]及植物群落的构建机制[38]，初步阐明了中国山地生
物多样性分布格局、物种共存与多样性维持机制。该成果在“生物多样性”上面出版了
两本专集，在Ecography上出版一本专辑，在多样性格局的形成机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
重要发现。同时，系统地研究了中国木本植物物种多样性的大尺度地理格局及其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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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了生态学代谢理论对木本植物多样性格局的适用性，揭示了生态学代谢理论的尺度
效应，发展了其理论框架，创建了多样性—温度—面积的统一机制性模型[39]。

在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地区研究方面，贺金生课题组对青藏高原高寒草地的生物多样
性开展了系列研究，包括植物[40]、真菌[41]、土壤动物[42]等在青藏高原的分布和主要控制因
素。研究组进一步利用野外大范围的调查取样，结合室内高通量测序等技术，探讨了生
态系统中生物因素（植物、动物、细菌、菌根真菌和古菌多样性）和非生物因素（气候
和土壤）对生态系统多功能性的相对贡献[43]。该研究强调了地上与地下生物多样性对生
态系统多功能性的联合效应比两者的单独效应更强[43]。

生物多样性的形成与维持机制是生态学研究的核心议题。传统观点认为生态位分化
是物种共存的基础。王少鹏等基于物种谱系年龄与多度关系，对中性理论进行了分析检
验。理论分析表明，在不同种化模式下，中性群落中物种年龄与其种群大小（个体数
量）呈负相关或无相关。然而，巴拿马地区530个热带树种的谱系年龄和种群大小呈显
著的正相关，从而否定了中性理论的预测。为此，该研究引入种化速率的种间差异，对
中性模型进行了理论扩展。在扩展模型中，种化速率低的物种在群落演化中体现出相对
优势，因而具有较大的种群。这最终导致物种年龄与种群大小呈现正相关，从而对经验
格局给出了机制解释[44]。

唐志尧课题组通过数字化构建了中国现有自然保护区空间数据库，在此基础上，利
用精确的物种分布数据，确定了中国生物多样性分布热点地区及保护空白；通过分析中
国木本植物、兰科植物以及生态系统在保护区中的覆盖状况，评价了中国现有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对物种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多样性的体现程度[45-49]。
2.4 植物化学计量学

植物化学计量学研究是生态系统功能研究的重要途径。早在1995年，方精云在参加
中国首次北极科学考察时就开始关注植物和环境中重要化学元素的分布及相互关系。
2005年，方精云课题组研究发现中国植物叶片的磷含量显著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导致氮
磷比显著高于世界平均值；中国土壤的磷含量低是导致植物氮磷比偏高的主要原因[50]。
基于中国植物多元素地理格局及其生态驱动机制的研究，方精云课题组通过植物营养生
态学研究的一种新方法提出了植物养分平衡假说——“限制元素稳定性假说”（Stability
of Limiting Elements Hypothesis） [50]。该研究不仅揭示了大尺度环境梯度中植物所受的基
本生态化学计量（养分平衡）的限制，在植物营养领域也有潜在的应用价值。

方精云课题组还将植物化学计量研究由陆地拓展到水体。通过综合全球数据，发现
在氮磷等化学物质的过量输入和复杂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过程的共同作用下，人为活动
引起的富营养化导致了淡水水体和水生植物的氮磷含量的增加，却降低了它们的氮磷比
值。这些结果表明人为活动可以改变淡水生态系统的限制因子，进而影响到淡水生态系
统的结构、功能和动态。通过淡水径流输送的方式，潜在地影响到河口和滨海地区的食
物网结构或养分循环。该研究强调了养分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并对控制和治理富营养化
具有启示意义[51]。

唐志尧课题组则将植物化学计量学研究在不同的生命组建水平进行了拓展，通过大
量调查和实测数据，研究了中国主要陆地植物不同器官之间化学计量特征的关系[52-54]，并
首次开展了群落层次的植物化学计量特征大尺度格局研究[55]。
2.5 植物地理学研究

北京大学的植被地理学研究具有良好的传统，尤其是在干旱半干旱区植被地理的研
究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早在1961-1965年，北京大学自然地理专业组织了毛乌素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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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自然条件及其改良利用综合考察，陈昌笃负责完成了《毛乌素沙区植被与植物资源》
考察报告[56]。该报告系统地总结了毛乌素沙区的植物区系、植物群落类型、植被演替规
律，探讨了植被的水平和垂直分布规律，明确指出了巴彦淖—盐场堡一线为荒漠草原和
典型草原的分界线[57]。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北京大学植物地理小组系统地开展了新疆
的荒漠和草原植被研究。陈昌笃系统地总结了中国的荒漠类型，首次从气候—植被—土
壤系统的角度提出了中国的荒漠存在三种主要类型：半荒漠（或草原化荒漠）、普通荒漠
（或典型荒漠）、极旱荒漠，并划定了其分布界限[58]。北京大学植物地理小组还对中国典
型荒漠和极旱荒漠的植物区系和群落特征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58-60]。崔海亭等参与了内
蒙古草场资源遥感应用研究，这是中国最早的生态遥感研究之一。有关干旱、半干旱区
的植物地理研究一直得到了延续，刘鸿雁课题组系统地研究了中国北方林草交错带的植
被格局与成因[61-63]。

北京大学植物地理学另一重要的贡献是以林线（高山林线和干旱林线）作为突破
口，通过引入孢粉和树木年轮等手段，将植物地理格局与植被历史演化结合起来，在国内
率先提倡第四纪生态学研究，从而实现了植物地理学研究与全球变化研究的有机结合[64]。
作为森林生长的极限，林线对气候变化敏感，在全球变化研究中备受关注。早在20世纪
80年代，崔海亭提出了高山林线植被的判定标志[65]；90年代开始，崔海亭组织了太白山、
五台山高山林线的研究，出版了专著《山地生态学与高山林线研究》 [66]。此后，刘鸿雁
等进一步研究了天山、阿尔泰山的高山林线，并探讨了高山林线的森林生长与更新[67-68]。
在高山林线的植被演化方面，提出了东亚夏季风的强弱决定林线植被组成的演化而冬季
风的强弱则影响了林线的位置变化[69]。有关林草交错带的研究也一直延续下来并与全球
变化研究结合[70]。刘鸿雁等对亚洲内陆地区林草交错带（干旱林线）树木生长的系统总
结表明，半干旱区树木生长因为生长季前期和初期的干旱自1994年以来出现了显著的生
长衰退以至普遍的森林死亡，而在半湿润区则不出现这一现象[71]，该研究被广泛引用并
收入 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基于沉积物孢粉和炭屑的分析，刘鸿雁课题组提出了火等干
扰因素在林草交错带植被动态中的决定性作用[72]，据此解释了植被动态对气候变化非线
性响应的成因，对预测未来全球变化背景下敏感地区森林的动态具有重要意义[73]。

在植被—气候关系和植被区划方面，方精云等也提出了创新性的观点。在早期系统
地研究了中国植被—气候关系的基础上[74]，他指出了秦岭—淮河一线作为暖温带和亚热
带界限是不合理的[75]。由于温度和降水具有类似的梯度变化，降水也影响到植被的温度
地带性。从植被性质以及水热条件来看，长江一线作为中国东部地区亚热带和暖温带的
界限具有合理性[75]。

在植被地理学研究开拓创新的同时，北京大学研究团队坚持在关键地区开展大规模
植被调查。半个多世纪以来，在沙地和沙漠植被、山地植被方面积累了大量的基础资
料。自2011年以来，刘鸿雁负责领导了十所高校和研究所完成了科技部基础性工作专项

“华北地区自然植物群落资源综合考察”，对广义的华北地区的植物群落进行了全面清
查、精查和基准点调查，完成植物群落样方10000余个，全面评价了华北地区的植物资
源分布及保护利用现状，正在出版著作《华北地区植物群落图志》。方精云、唐志尧、吉
成均、郑成洋、朱江玲等参加了该项目。21世纪初以来，沈泽昊课题组全面开展了中国
西南干热河谷植物地理学研究，系统地揭示了区域植被和生物多样性格局，探讨了其成
因，相关研究成果在《生物多样性》上出版专辑[76]。除了大规模的野外调查以外，一些
新的手段也被引入植物地理学研究，方精云课题组利用星载激光雷达数据，揭示了全球
森林冠层高度的地理分布，发现水分是森林高度的主要决定因素[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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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景观生态学与城市生态学
陈昌笃是中国最早倡导景观生态学的学者之一[78-79]。早在20世纪80年代，陈昌笃连

续发表了《论地生态学》和《再论地生态学》，提出了将生态学划分为生物生态学、地生
态学、全球生态学的三分法，并指出三类生态学代表三个空间水平。他进一步提出了地
生态学研究的 8个核心问题：人工生态系统研究、生物指示现象研究、地生态学制图、
生态监测、生态预测、生态规划与设计、生态影响评价。他也最早将地生态学的思想应
用于城市化等领域[80]。

过去20多年以来，北京大学景观生态教研室（现生态学系）的师生一直活跃在景观
生态学的前沿。曾辉课题组利用遥感、GIS结合模型方法，对中国发达地区快速城市化
过程的景观动态、机制及其生态效应进行了创新性研究；其对城乡混合景观动态过程的
生态效应的深入研究，是国内城市景观生态研究领域中的代表性工作[81]。进入 21世纪，
随着中国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的不断推进，曾辉课题组利用景观生态学基本理论和
方法，开展高强度人为活动区域的生态评价、规划和设计，为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科
学决策依据，成为北京大学景观生态学研究的一个新的学科发展亮点。山地是中国自然
景观的重要特征，沈泽昊课题组长期研究山地地形复杂性对森林火烧、植物种子扩散与
更新动态等空间过程的影响[82]及其对生物多样性格局的多尺度效应[83-84]，形成了以山地景
观生态为特色的研究方向。

3 学科发展和国际影响

20世纪 70年代末期至 90年代初期，陈昌笃和崔海亭分别开展干旱区和半干旱区植
物地理学研究，在新疆干旱区的植物区系和植被地理、内蒙古草地资源的遥感研究、北
方生态过渡带研究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1991年，以陈昌笃和崔海亭为主要学术带头
人，成立了中国高等院校中的第一个景观生态学研究室；在国内率先倡导开展景观生态
学、城市生态学、全球生态学研究，推动了宏观生态学研究的发展；并在生物多样性和
生态遥感研究领域亦做出突出贡献。陈昌笃曾担任第四届中国生态学会理事长，在任期
间大力推动生态学的理论为可持续发展的实践服务。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通过有效的人才引进，北京大学不但保持了传统研究领域的
优势，还开辟了一系列与国际前沿接轨的新兴研究方向。学术带头人方精云在国内较早
地开展了植被与气候关系的定量化研究；最早系统地开展了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的研
究。近年来，方精云领导的研究小组在中国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和植被生产力方面的研
究取得突破性进展，在国际国内学术界和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朴世龙教授围绕全球变
化的生态响应在国际顶尖刊物发表了一系列论文，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其成果曾被
评为“中国高校十大科技进展”。

按照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 ESI）的统计，北京大学生态
学与环境科学的学科排名在全球居前0.4%，进入世界一流行列。北大的生态学科与国际
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有着广泛的合作关系。

4 对国家需求的贡献

北京大学的相关研究工作在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始终结
合国家需求。在气候变化的应对方面，方精云参与了对 IPCC报告的独立调查，此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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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对联合国和科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有助于中国气候变化适应对策的制定。此
外，受中国科学院咨询与评议委员会的委托，方精云团队对中国及世界主要国家的碳排
放形势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和预测，针对哥本哈根气候谈判，向国务院提交了建议
书，就中国政府应采取的立场和应对策略提出了相关建议。建议书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高
度重视，为解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发挥了作用。在自然保护方面，由陈昌笃教授主持编
撰的一系列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文件，如《中国自然保护纲要》 [85]、《中国生物多样性国
情咨询报告》 [86]，已成为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纲领性文件。在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方
面，早期崔海亭等参与的内蒙古草场资源综合调查与制图、“三北防护林”遥感应用研究
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集体）、教育部和内蒙古自治区的科技进步一等奖，近年来
曾辉等相关研究团队曾先后承担了一大批国家和地方的重要科研生产项目，先后6次获
得省部级以上的各类科研奖励。

5 未来展望

经过半个多世纪，尤其是最近15年的建设，北京大学的植物地理学研究不仅自身得
到了迅速发展，而且推动了生态学的发展。生态学研究的硬件条件得到了根本改善，为
学科的未来发展创造了条件。目前已具备植物生理生态学、树轮生态学、植物化学、古
生态学等实验条件，群落、景观和生态系统生态学的模型模拟条件。作为北京大学“地
表过程与分析模拟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一部分，具备先进的生态学过程分析的实验条
件，建设了塞罕坝生态站等观测设施和全国树木生长、森林施肥实验平台，正在建设高
山林线监测等平台。

未来的学科发展将紧密结合学科前沿和国家需求，加强一流学科建设。中国得天独
厚的自然地理条件和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为生物地理学和生态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平台，
同时，中国快速经济发展导致的一系列生态与环境问题也为生态学研究带来迫切的需求
和巨大的挑战。北京大学未来的生态学研究将充分利用中国的自然研究平台，密切结合
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生态与环境问题，以过去特别是近期的研究积累为基础，加强不同尺
度生态学研究方法的整合，重视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理论研究，深化机理机制研究，
同时围绕区域生态退化开展生态修复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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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and achievements of biogeography and ecology
at Peking University

LIU Hongyan, TANG Yanhong
(MOE Laboratory for Earth Surface Process,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The biogeography research at Peking University commenced in the late 1950s with
formation of a Plant Geography Group. It was expanded to the Teaching and Research Section
of Landscape Ecology in the late 1980s and further grown into the Department of Ecolog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As a part of the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Now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Peking University), biogeographical and ecological
research team of Peking University has greatly improved the research of vegetation structure,
function and dynamics with efforts of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It has made pioneering
achievements on research about plant geography in arid and semiarid areas, timberline and
other ecologically important areas. It is among the first institutions in the country to promote
macro- ecology including landscape ecology and urban ecology. In recent years, the Peking
University research team has carried out pioneering work on global change studies, including
climate change and ecological response, carbon cycle,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plant
stoichiometry, serving the country's policy of mitigating and adapting climate change and
conserving biodiversity. Research facilities of Peking University biogeography and ecology
team have renewed and built over the last years. The construction of observation facilities in
Saihanba Ecological Station, the platforms of forest fertilization experiment, and timberline
monitoring strongly enhance the ability of biogeographical and ecological studies.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Innovation Research Team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terrestrial vegetation in China" has played a role of research integration. In the future, the
integration of different scales of ecological research will be strengthened and ecological
degradation and restoration will be promo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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